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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战时期的商业广告看国家意识的传播

———以《申报》（１９３１—１９４５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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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申报》的商业广告被广告商加入了政治符号，其充分利用商业广告时效性强、受众面广的特点，呼
吁国人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对国家意识以及中国作为大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

用进行了有效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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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国民的国家观念是由家庭伦理观念
演绎出来的，家庭伦理观又是以亲情、血缘为纽带

的。由男女之别而生夫妇有异，由夫妇有异而生父

子之亲，由父子之亲而生君臣有义，由父慈子孝推

衍出君礼臣忠，凝练为“三纲五常”，形成国家政治

生活遵循的原则。而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消费，

再生产、再消费，周而复始、单调循环的小农经济模

式使以家庭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固化，国家观念被大

而化之，甚至有化为虚有的危险。在西学东渐的影

响下，国人家庭伦理式的国家观念逐步转变。五四

运动后，中国人的“国家”观念进一步确立，初步形

成国家意识；经过长期的发酵，到抗日战争时期国

人的国家意识强化，对“大国意识”逐步认知，其间

媒体对国家意识的宣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０９



高　娟：从抗战时期的商业广告看国家意识的传播———以《申报》（１９３１—１９４５年）为例

抗战时期《申报》的商业广告主把国家意识元素融

入商业广告宣传中，注重国家形象的塑造、国家意

识的强化、大国意识的宣传，包含着媒体人对国家

意识的理解，呈现出战时国家意识传播的特点，成

为研究战时民众对国家意识认知演变的重要史料。

抗战时期是我国国家意识发展的重要阶段已

在学界形成共识。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申报》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商业广告的研究拘囿于其与经

济发展、社会风尚变化的关系，至于对其政治功效

的研究重点大都集中在动员功能上。从宏观角度

看，王桧林［１］、刘一皋［２］、黄兴涛［３］以发展变化的眼

光高屋建瓴地分析了抗战时期国家意识的演变。

从中观角度看，王富仁［４］、吴福辉［５］、王应平［６］、傅

才武［７］、张育仁［８］围绕文学作品在战争年代的发展

变化，论述了文学作品的传播对国家意识、民族精

神培养的重大作用。从微观角度看，关心［９］指出音

乐在唤起民众追求民族理想中培养和反映了国民

意识并使之理论化，使中国音乐运动在民族主义旗

帜下起到了向民族化和大众化转型的作用；傅学

敏［１０］阐释了街头剧对国民政治行为和国家观念形

成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都忽视了商业广告对国

家意识传播的作用。

　　一　背景

国家意识是指生活在同一国家的居民，在长期

的生产、生活、消费、交往、斗争中逐渐产生的对国

家认知、认同等情感和心理的总和，是社会个体基

于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国情等的认识和理解

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国家主人翁责任感、自豪感和归

属感。［１１］它在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不断交融互

动的过程中形成，由国家观念、国家认知、国家期待

三个要素构成。国家意识包含两个层面的涵义：对

外区别于“他者”“别国”，对内则强调公民的责任

和使命，有极强的政治性、地域性，同时它又具有动

态性、文化性的特点。

近代以来，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国家意识

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过程中，由

中国传统的家国情怀逐渐转变而成。对于普通民

众来说，对“家族”前途的关心远胜于对“国家”命

运的关注。在民族危亡之际，融合“小家”观念，形

成“大家”意识，提升国家意识是战时的当务之急。

抗日战争是在中日两国经济实力、军事装备相距甚

远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的，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唯有

团结一致、背水一战才有生的希望。日本帝国主义

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提出诸如“东亚联盟论”“东

亚新秩序”等，人为地把日本凌驾于中国之上，以东

亚代替中国、以日本代替东亚，使东亚文化涵盖中

国文化，别有用心地把东亚文化与中国文化混为一

体，企图淡化中国人的民族与国家概念；倘若国人

立场不坚定就很容易背叛祖国和人民，出卖祖国和

人民的利益，甘心做汉奸，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行径摇旗呐喊，在帝国主义主子面前摇尾乞怜，严

重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危及抗战大局。因

此，国家意识的强化在战时显得尤为必要。

抗日战争时期，正是在国家意识的推动下，各

党派不计前嫌共同抗日。“九·一八”事变之后，中

国共产党立即作出反应，号召人民以各种形式进行

抵抗，派大批党员深入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在极

其艰苦的环境下开展游击战争。１９３３年中华苏维
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为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

军队共同抗日宣言》。１９３４年４月２０日，为了促进
全国各党各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由中国共

产党提出的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各界著名

人士共１７７９人签名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
领》发表。１９３５年 ８月 １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
《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

召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标

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基本形成。中华民族

解放行动委员会于１９３６年２月发表了《“组织反日
阵线”提议宣言》，表达了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的立场。１９３６年 ７月 １５日，沈钧儒、章乃器等
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

低要求》，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卢沟桥

事变爆发后，日军全面侵华。１９３７年７月８日，中
国共产党中央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同

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

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１２］。７月１７日，蒋介石
在庐山谈话会议上发表抗战宣言。９月 ２２日，国
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

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至此，第二次

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

下，各民主党派积极参与，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维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各民族、各地区也加入抗战

的统一战线中。１９３８年 １０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
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报告《抗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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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中提出

了具体的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统一力量，共同抗

日图存。”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过程中，各党派达

到了空前的统一，中华儿女表现出了空前的国家意

识，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

事迹。

　　二　商业广告中国家意识的融入

“媒体文本不仅仅是某种主导意识形态的工

具，也非纯粹又天真的娱乐，它是一种复杂的人工

制品，能够具现社会和政治的话语，而对这些话语

的分析和阐释可以清晰地揭示这些话语与它们得

以在其中产生、布流和接受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

之间的内部关联。”［１３］广告作为媒体文化的表现形

式之一，依托于国家意识形态，通过自己特有的设

计力图实现其政治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为

人们建构世界观、价值观、消费观、道德规范提供素

材，架起国家与社会、社会与大众之间沟通的桥梁。

由此看来，媒介传播是连接个人与个人、个人与政

府之间的纽带，它不仅可以为广大受众提供信息，

而且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个人利益的形成和

个人愿望的良好表达。［１４］

《申报》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资深的平面媒体，其

所有栏目都通过再现战争过程、报道战讯、分析战

势、预测战情，紧密地与战事联系在一起，为积极维

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

略奔走呐喊。《申报》的商业广告所占用版面相当

可观，这与报业经营的经费来源有关，也与广告通

俗易懂、易于接受、便于传播的特点分不开。抗战

爆发之后，《申报》的商业广告从文案设计到广告插

图都融入了“国家”的元素，一方面与受众达成“救

国”的共识，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从而达到其销售商

品的目的；另一方面传播了国家观念，显示出战时

媒体的责任自觉。

《申报》传播国家观念，定位于个体角色。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外敌入侵，东北沦陷，国

土沦丧。广告文案用做标题的中心词语“救国”

“强国”“爱国”“国货”“国难”等词频繁使用。从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到１９３２年２月５日，日军仅用４
个多月的时间侵占了东北三省，日本侵略者强迫东

北人民移民、种植和吸食鸦片、学习日语，东北 ３
０００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滋味。日本侵略者侵占
我国土，侵犯我主权，凌辱、屠杀我人民，在这国难

当头、生死攸关的时刻，以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主的广告主们使用“领土”“国土”“同胞”等广告

语，简单朴素地表达出了他们对国家的诉求：国土

完整、同胞不受欺凌。如：《申报》１９３７年１月８日
第三版的广告语为“我国国土沦丧，思以领土重复

完整”，《申报》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８日第四版的广告语
为“今日何日，危苦的东北同胞？东北国土，系于人

心，人心不死，国土终当保全”，《申报》１９３１年９月
２９日第三版的广告语为“同胞速起，国危即在，国
危即在，团结……努力……奋斗……不贪生不怕

死，誓与倭寇作最后一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民

族存亡，在此一举”，《申报》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９日第一
版的广告语为“精诚团结，共御外侮”。“同胞速起

共赴国难”“国难”“国危”这几个词语仅在１９３１—
１９３２年间《申报》的广告中使用多达４７次，充分说
明“难、危”已不是个体问题，它是共同体的问题，而

每一个国家成员都是“社会的共生体”。［１５］《申报》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第四版广告语“国难当头，匹夫有
责”，“尽责救国难”，这些都凝聚着民众对“爱国”

的理解，国人以强烈的爱国之情自然归属和认同于

国家这个“共同体”当中，并随时准备为她作出牺

牲。由此可见，自甲午中日战争以来，民族、国家的

观念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发酵，在中国民众的心里

已经得到了升华。国人对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个体对国家所应担负的责任已有深刻的认识。２０
世纪以来，随着“中华民族”这个观念的深入，对于

中国人来说，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法

律实体，而且成为了文化与伦理的共同体。

个体能为国家做些什么，作为生活在战争后方

的国人何以尽“国民天职”，对于这些问题，《申报》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３日第一版广告语的答案是：唯“自
强可以图存”。然而如何自强？答案是：国货可以

救国，实业可以兴国，强身方可强国，储蓄才可建

国。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之所以富强的原因除了

国内励精图治之外，最大原因还是瞄准了中国的市

场。与其让日本占领市场不如中国人自己利用、开

发自己的市场，爱国诸君，力所能及，积极踊跃购买

国货。为此上海三友实业社全体工友佩戴“我的工

作战胜日本”（《申报》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２日第四版）
的袖章，以示抵制日货、洗雪国耻的决心。“人人努

力推进一己之本位，补充国家之实力，防止外货漏

卮，则国家可以富强，国难可救。”（《申报》１９３１年
９月２６日第四版）抵制“外货”可以争取国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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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国家实力。“购买洋货无异资敌以枪炮，爱买

国货能置敌于死地。”（《申报》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７日第
四版）购买国货、抵制日货可用“兵战与商战的关系

来理解”，“兵战与商战看来似属两事，然而循环往

复仍为一回事。欲求兵战胜利，必须全国节衣缩

食，充禼政府实力，欲求商战胜利努力造产，先使吃

穿用能够自给自足”（《申报》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４日第
一版）。购买国货也是爱国的一种表现，“民众起来

抵抗请用唯一国货，热心牌热水瓶必能增加你们的

爱国热心”（《申报》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６日第一版）。购
买“国货”的行为和“爱国”心联系在一起。“中国

人应用中国货，中国人应买中国货”（《申报》１９３７
年７月７日第四版），“人人用国产，国家就能转弱
为强，祸变福”（《申报》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第四版）。
各商家都借用广告标题发出“国货强国”“提倡国

货”“制造国货”“购用国货”的声音，这样“方能达

到救国自强”（《申报》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６日第一版）
的目的。

日本为什么如此猖狂地侵略中国？对于这个

问题，国人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痛定思痛，从自身

找到了根本原因：“暴日侵我东北，焚杀掠夺无所不

为……目前救国良策莫过于有强健之体魄……”

（《申报》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３０日第一版）；“我国国土沦
丧，思以领土重复完整，多数国民身体衰弱，尤应当

先补建强”（《申报》１９３７年１月８日第三版）。工
商业者们分析了日本之所以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

就是由于中国国人体质弱的原因。所以“救国必先

强身”，只有每一个人都有强健的体魄，才能组成一

个强大的国家。救国要从自身救起，注意日常保

健，多参加体育运动，多锻炼身体，“救国之道，必先

强身。强身之道，快练国术”（《申报》１９３１年１１月
１４日第四版）。优生优育也是强种、强身、强国的
根本途径。“强国先强种”（《申报》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１
日第二版），“预先强国必先强种，预先强种必须强

身”（《申报》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５日第四版），在抗战中
不失为救国之策。

《申报》广告商运用政治符号，强化国家认同。

国旗、国徽、国家地图都是具有国家象征意义和代

表意义的政治符号，它们对国家政治生活、人民的

社会生活以及传递政治文化、促进政治社会化方面

都起着积极的作用。１９３２年６月１８日，福昌烟公
司用国旗为背景宣传马占山香烟。１９３２年 １１月
２７日，上海国货公司以国家地图为背景，在各省地

图之内刊登各种国货广告，提出“东北健儿忠勇抗

敌，豫鄂皖民困于洪水”，此时如购买该公司产品则

“提成赈灾”（《申报》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２７日第一版）。
以国家地图展示主权领土疆域之内各地理要素的

分布情况，是宣示国家领土主权的方式之一。抗战

时期，《申报》刊登的抗战形势图、国家地图、敌我拼

杀疆场图等以战事为背景的推销广告随处可见。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２３日，长城香烟用长城做广告背景，
希望中国古代固若金汤的国防工程———长城给“长

城香烟”筑起一道保护民族经济的屏障；“勇士歼

敌，所向披靡”，这是“勇士牌”香烟用的广告语，广

告商希望横刀跃马的勇士能够给予“勇士牌香烟”

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勇气（《申报本埠增刊业

余周刊》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８日第一版）；沦丧的东三省
地图记住了“三省牌”香烟（《申报本埠增刊业余周

刊》１９３４年８月５日第一版），这个一向以才子佳
人为插图的“美丽牌”香烟借用东北形势图做广告，

渲染了战争的气氛。这些以政治符号为要素的商

业广告包含着中华民族面对外侮所表现出的民族

向心力和凝聚力，体现了强烈的国家意识。

　　三　商业广告中“大国意识”的糅合

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伪控制下的
《申报》商业广告中很少见到有国家意识元素的融

入，直到日本败局已定、抗日战争即将全面胜利之

际，可以看到重生之后的《申报》商业广告，不仅沿

袭了国家意识的传播，而且开始宣传抗战以来中国

的大国作为，即对维护世界秩序、促进世界和平发

展应负的责任和担当。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９日，中国
对德、意、日轴心国正式宣战，中、美、英三国也正式

成为反法西斯同盟。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中、美、英、
苏等２６个国家在华盛顿联合签署了《联合国家共
同宣言》，决心共同战败法西斯同盟，中国领衔签

署。“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俄四国

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

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

划入本战区，于是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

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

哉！……遂公认我五年抗战之艰难……至此我民

族道德与精神之伟大，始为世人所深切认识

矣！”［１６］中、英、美、俄“四强”被报纸各类栏目频繁

提及，“四强”的国旗也成为各商家的卖点。茂丰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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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就大量批发中、美、英、俄各国国旗（《申报》１９４５
年８月１９日第一版），民丰旗行、合昌祥、永德旗行
生产中、英、美、俄四国国旗，民有印刷厂、广丰公司

经销中、英、美、苏、法国旗（《申报》１９４５年８月３１
日第一版）。国旗广告也成为报纸广告栏目中的亮

点，真善美出版社采用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斯

大林肖像及各国的国旗为广告插图，并批发联合国

国旗（《申报》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第一版）；美国的星
条旗、英国的米字旗、苏联的镰刀斧锤旗、中华民国

的青天白日旗均匀分布在极星烟厂的广告背景上

用以推销其香烟（《申报》１９４５年 ９月 ２日第一
版）。这些商业广告图文并茂，设计新颖，旨在突出

宣传中国大国地位的恢复，从不同的角度彰显了中

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就开始关注战后建

立国际组织的问题，积极倡导、筹建保障国际和平

的集体组织。１９４２年１月５日，《大公报》社评《反
侵略同盟与中国》便提出：“中国应该主张并建议于

成立同盟国最高作战机构之外，成立一个战后世界

安全结构计划委员会，隶属或平行于最高作战机

构，根据罗邱宣言及二十六国共同宣言的各项原

则，接受并参酌反侵略各盟国的建议或方案，而统

筹战后各敌国的条件与建立世界和平安全的具体

办法。”［１７］开罗会议前后，中华民国政府拟定了关

于设立四国机构或联合国机构的问题。１９４４年８
月到９月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积
极推进联合国的建立，在此次会议通过的议案成为

１９４５年旧金山会议拟订的《联合国宪章》的基础。
在中、美、苏、英的共同努力下，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５日，
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

联合国正式成立，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中国为联合国的成立和《联合国宪章》的制定作

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参与创建联合国及永久性

地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标志着中国跨入了大国

的行列。一时之间，双料广式月饼、昌兴五金股份

有限公司等多个商家打出了“庆祝联合国万岁”

“庆祝联合国胜利”的广告语（《申报》１９４５年８月
２０日第一版），南国酒家则把“拥护世界永久和平”
作为广告语（《申报》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０日第一版），爵
士咖啡馆的广告为醒目的“Ｖ”字加上“庆祝联合国
胜利”的广告语（《申报》１９４５年 ８月 ２８日第一
版），派克公司则用商品半价一天的方式庆祝“联合

国胜利”（《申报》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１日第一版），他们

都在以各自的方式传播联合国成立的喜讯，表达渴

望永久和平的愿望。或许商家对“联合国”的认识

是很模糊的，更不清楚其运作的具体规则，但是他

们对“联合国”的宣传引导使得更多的人不由自主

地去认识它、了解它，进而宣传中国在联合国中扮

演的重要角色，同时达到了宣传产品的目的。

透过抗战时期的商业广告，可以看出，各广告

商已经把抗日战争视为为世界和平而进行的战争。

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新光标准内衣染织整理

厂、恒丰百货公司、秦丰百货公司、鞭炮公司、金华

腿行，骏丰腿行、北万全有腿行、中国燃料股份有限

公司、华夏印刷铸字所、大众袜厂等都打出了“庆祝

世界和平”的广告语（《申报》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９日第
一版）；永祥印书馆、上海区麸粉统配处以“庆祝最

后胜利”、咖啡馆以“庆祝全面胜利”庆祝着来之不

易的胜利（《申报》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９日第一版），无论
是“庆祝永久胜利”，还是“庆祝世界全面和平”

（《申报》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２日第一版）的广告语都反
映了爱好和平的人们反对战争和渴望和平的情感

诉求。还有的商家把庆祝世界和平和商品打折销

售结合在一起，如：中国皮革制品公司打出“庆祝世

界和平全部半价一天”，金谷饭店“庆祝世界和平，

半价三天”（《申报》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８日第一版），瀛
丰皮鞋厂“庆祝世界全面和平，各种皮鞋八折”

（《申报》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２日第一版），瑞华皮鞋厂半
价三天庆祝“世界和平”（《申报》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８日
第一版），大不同皮革制品公司“开幕欣逢世界和平

庆祝胜利，产品全部半价两天”，中华、大东皮鞋厂

以国民党党旗和中华地图为插图背景“庆祝胜利，

半价三天”，大光明内衣公司庆祝世界和平半价三

天（《申报》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３日第一版）。总之，各商
家纷纷以商品降价的形式迎接来之不易的和平生

活，姑且不论庆祝胜利和降价之间是否有必然联

系，或者商家是否以此为噱头达到盈利之目的，但

利用广告宣传抗日战争起到了向民众传播国家意

识与“大国意识”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报纸商业广告不仅被视为一

种推销产品的手段，更被看作是一种重要的政治信

息传播媒介和有效的政治符号，它直接或间接地充

当了政治传播的纽带，形成了特有的广告政治表

达，在当时发挥了政治宣传和联络、动员民众的独

特功能。首先，战时商业广告从国家意识到“大国

意识”的传播，体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传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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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民对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巨大牺牲的认

可。其次，战时商业广告对国家意识的传播诉诸复

杂的情感，反映了中国人民面对列强的侵略，誓死

抵抗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为了世界和平不怕牺牲的

国际主义精神。最后，广告商利用商业广告多元传

播、受众面广、通俗易懂的特点，把商业广告变为政

治符号，传播国家意识，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战争，

表现出显著的战时商业广告特征。

抗战爆发后部分报纸商业广告致力于传播国

家意识，发挥大众媒体的政治功效，这强化了商业

广告的政治功能。究其原因，第一，商业广告作为

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由经济基础、国家的政治生

活主题决定的，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增加了商业广

告的政治功能。第二，国家借助媒体把各阶层、各

行业联系起来，而他们也借助媒体这个“公共空

间”，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各自的家国情怀和对世界

和平的向往。第三，战时商业广告为了迎合广大受

众关心战事发展、关注祖国命运的心理为吸引消费

者的注意力而采用战时商业广告对国家意识、大国

意识进行宣传的策略，也是商家促销的必要手段。

战时商业广告是我们研究抗战历史的珍贵史

料，见证了中国由积贫积弱走向大国的艰辛历程。

在媒介不发达、社会秩序混乱的抗战时期，报纸的

涉战商业广告传播通常在公共文化领域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为人们提供了观察社会的新视角。

“在塑造自己本身的同时又影响了普通公众对政治

的感观。”［１８］在国家这个共同体中，商业广告起到

了引导民众形成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与荣辱观的

作用。

当然也有一些商家打着战争的标语，夸大自己

商品的效果。在此，本研究只是立足于商业广告在

培养国民国家意识方面的作用，论证抗战时期是

“国家”位置提升的重要阶段，不去追究其浮夸

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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